
《道德经》第七章

天长地久。天地之所以能长且久者，以其不自生，故能长生。

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，外其身而身存。

非以其无私邪？故能成其私。

解读：

本章和下一章，讨论的主题都是统治的基础，也就是权威。

本章的字面意思很明了，第一句话，首先用天地比附人事，就好像是西方哲学的大前提一样：天长地久，天地之所以能够长久，是因为天地不为自己的生存操心，所以才能够长生。

这里需要注意，中国古代没有现代的物理学知识，不懂得大气层外太空，更不知道太阳系，他们就是从对人类社会的直接影响来看待老天爷，就是提供阳光雨露的。大地，则是提供土壤养分的，提供物产的。也即是说，古人看来，天地就是万事万物生存的基本条件。当然了，天地也不是全心全意地“为人民服务”，天地也有天地的脾气，这和第五章“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”并不矛盾。

第二段，比附完天地，说人事：所以，圣人师法天地，就是不与民争利，将自己的生命安危置之度外，所以受到拥戴，从而得到权力地位。其中的道理就是，不自私，所以反而能够成就自己的大私利。

原文的意思明白了，但是道理不清楚，因为我们会有一些疑问，不把这些疑问搞清楚，我们的理解就是似是而非的。

第一个疑问：就一般的人情来说，资源是有限的，对于利益，大家都是要争先恐后的。利益面前，如果一味推让的话，也许会变成圣人，但也许只是“老实人吃亏”。所以按照老子这个“后其身而身先”的原则处事的话，如何保证我们成为受人拥戴的圣人，而不是“人善被人欺，马善被人骑”的老实人？

第二个疑问：为了国家社会的利益，将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，那不是圣人，那是烈士，凡是烈士，都牺牲了，怎么可能“外其身而身存”？

第三个疑问：本章的两句话，分明是给人一种大公无私舍己为人的英雄烈士形象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雷锋形象。那么，这和第五章“圣人不仁，以百姓为刍狗”的说法，是否有矛盾？

实际上，以上这三个世俗的疑问，是一种静态的眼光，是一种平面化的视角。好像一块饼子，十个人分，你多我少你少我多。好比一块地，每人一份，把自己的给别人，别人好了，自己却饿死了。按照这种思路，就算是雷锋，“毫不利己，专门利人”，也为人民办不了多少事。因为每个人的时间、精力、资源，总是有限的。仗义疏财，家财也有散尽的时候。更何况这样做没意思，拿自己的生命换别人的生命，你能换几条命？！再说了，你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，那别人算什么？别人不能自己维生么？傻子还是残疾人？这等于拿自己的仁义，换取别人的不仁不义。【注：这里绝非否定烈士的价值。比如前面讲过的袁文婷，像个老母鸡一样，保护了一群小鸡的生命，这当然是可歌可泣的。但设若有亿万人生灵涂炭，又怎么办呢？】

实际上，老子这里的立脚点，是周流的，是动态的，是立体的，万维的。他讨论的是组织问题，也就是统治权的基础问题。

什么意思？静态的来说，每个人一条命，一份资源，自己努力谋生好了。但是社会生活中，总是需要合作，来谋取更大的利益，来避免集体的祸患。而凡是涉及合作，必然涉及组织。而凡是组织，就必然涉及“如何组织？”的问题。关于组织法则，西方人玩的是民主法治，而中国人玩的是人治，也就是说，对于中国人来说，只要涉及组织，就必须要有人有人登上统治者宝座，实施社会组织运作。那么请问：统治的权力基础是什么？如何才能得到统治权？如何保证统治权？

说到统治权，人们最容易想起的是权力。我以为这是不对的，统治的基础是权威，权力只是权威的衍生品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

咱们首先再来复习一下权力与权威的区别。孟子对这二者有过界定：以力服人，这是权力；衷心悦而诚服之，自愿地服从，这是权威。

统治者，如果把统治建立在权力的基础上，必然长久不了。因为，权力的行使，是需要资源的。不管是动用暴力压服人也好，动用赏赐来诱惑人也好，都要动用资源。早晚就有个枯竭的时候。街头流氓打架，用拳头征服人，需要体力做资本；仗义疏财发展“酒肉朋友”需要家财万贯，最终都不得善终。

如果我们看中国历史，就更加有趣了。比如明王朝的崩溃，先是到了王朝的中后期，因为权威的丧失，有人不服气了，有人贫困潦倒了，于是就要造反，于是就动用武力镇压。为了武力镇压，又要动用更多的兵员、粮草，于是税收更重，不造反的也没了活路，于是造反的越多，压在不造反的人身上的税收就更重，于是大家都起来造反。所以，明朝表面上是亡于清朝，实际上是亡于内乱。否则，如何解释小小的东北满清区区二十万人，就能把偌大个明王朝给吃掉了？

再比如唐朝中期安史之乱，本来是个意外。但是把唐王朝打了个措手不及，唐政府匆忙之际，只好“黑猫白猫，抓住老鼠就是好猫”，谁派兵勤王，谁就是好兵好将，采取的是奖赏，不分是非。一个武将消灭了藩镇，得到的奖赏是有权变成一个更大的藩镇，最后形成了藩镇割据。用奖励的诱惑获得的权力，最后把唐王朝的家底子生生地给抽干了。对此，唐朝重臣陆贽曾经上疏唐德宗，痛斥朝廷的“以权为经”政策，

所以，不论是暴力也好，奖赏也好，都是用权力服人，最后走上了不归路。

权力不行，那么权威如何能够作为统治的基础，什么又是权威？

答案就在老子这句话里：“后其身而身先，外其身而身存。”

我们说，集体行动和个人行动一样，都存在相对称的两个方面，一个是利益，一个是风险损失。而集体行动与个人行动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，集体行动中，还存在一个“收益如何分享，风险损失如何分担？”的问题。

强者分利益，多吃多占的人；或者说喜欢推卸风险责任给别人的人，当然难以受到大家的拥戴；所以难以得到统治权。反之，一力把事情做成，争抢利益放后，担当责任在前，当然容易受到大家的拥戴，也就容易获得统治权。

所以，我以为，中国虽然没有西方民主的组织权威逻辑，担忧自己的组织权威逻辑，那就是责任逻辑。

先给大家讲一个我自己的小经历。就是89年闹学潮的时候，我们学校的校园政治。

那个时候的学生运动，首先完全是自发的，学生就是基于爱国热情，义愤，都想为天下负责。但是凡是集体行动，就必须要个组织，这就有个麻烦：事到临头，谁都怕担风险责任，所以谁胆子大谁上。

我们学校的情况就是，直到5月7号，北京学生已经在天安门广场上绝食7天了，校园里还在“歌舞升平”，关键是没人敢挑头。结果山师的学生跑到我们学校贴小字报，大骂我们学校作为山东省高校的首领，却一点没个领头大哥的样子。我的一个学哲学的朋友，在北京学生已经绝食7天以后，基于道义，在全校学生打开水吃饭的必经路口，摆了张桌子，要给北京绝食学生捐款，结果早就憋着一股气的学生，就在这个桌子前越聚越多，最后就在校园内，四个男生一人抱一条腿儿，举着这张桌子游行，这张桌子就变成了游行队伍的大旗，象征。【案：现在想来可笑。但是再想想，其实就是没人敢担风险，就让这张桌子领头担风险好了。】然后学生就在这张桌子后面跟着走，越走人越多，一开始好多男生还带着女朋友围观凑热闹，慢慢地小两口儿也跟着一起走。

我们学校当时有新校和老校，老校离新校大约三里地，然后大家从新校出门到老校，全校的同学就跟着都来了，然后再到几个高校串联，最后冲击省政府。其实也是瞎起哄，要求什么主张什么都不知道，就蹦出几个二百五一样的学生在前面瞎说，最后自然是没结果，然后散回来。

再然后，好事者，自动地汇聚到我那个哲学同学宿舍，我那个同学，其实是先根本没准备。可是大家记住他了，都涌过来了，没办法，他也只好变成了临时领袖，就手把围在屋子里的人们给分分工，布置任务，自治会就成立了。

结果我就发现，整个的自治会成员，将近二十个人，没有学生会干部，也没有平日里喜欢出风头的学生。没有学生干部好理解，因为他们已经被官僚化了。没有平日喜欢出风头的就不好理解了，因为这些牛逼人物，平常总喜欢在校园各个地方“挥斥方遒，激扬文字，粪土当年万户侯”，一幅天下舍我其谁的样子。这会儿却全做了缩头乌龟。这说明什么问题？这说明，出风头的收益在于，可以吸引女孩子的垂青。可现在说话是要负责任的。于是就纷纷缩头乌龟了。

到了学潮中段，事情逐渐有了转折，因为中央内部，改革派和保守派内斗，对学潮有人主张安抚，下面的省市、校领导也摸不清上意，也要给自己留一手，所以，对学潮释放善意，中央和北京学生搞对话，省政府也派人和学生对话。学生组织游行，校领导到门口热情迎接游行完毕疲倦不堪的学生。看着学运的形势大有和平胜利之势，事情又发生了变化。我们一些老一届自治会成员，本来就是校园的沉渣，于是就纷纷退位。而一些低年级同学，这个时候全都冒出来了，纷纷要站出来，领导学运。一些想当领袖学生，还头头跑到我们这些老大哥面前，表白自己如何如何有能力，诋毁别人如何如何傻逼。

结果等到在后来，中央又明确说这是一场反革命暴乱，结果原来那些争权夺利的低年级学生，又躲到一边了。形势最紧张的时候，我们扶持起来的学生领袖还躲在宿舍里酣睡，怎么拉都拉不动。最后还是我们这些上届老自治会出面组织。

学潮中的这些经历，让我刻骨铭心，我就明白，中国虽然没有民主选举，但是有自己的统治者选拔逻辑。就是看责任的担当。这就是我所理解的老子所说的“后其身而身先”的内涵。

那同学们说这只是你的个人经历。那好吧，我再来讲讲王朝换代的故事。我们特别说说隋末农民起义的事情。

中国历朝历代的王朝更替，一直少不了农民起义这个助推器，这是不错的。但是中共的阶级斗争史观，大大地妨害了我们对真相的认识。

实际上，农民起义是分层次的，以隋末而论：

最低层次，是饥民流民。就是由于饥荒、由于横征暴敛，老百姓没活路了，怎么办？先是做流民，跑到相对富庶的地方，找那些有钱的人家，抢食地里的麦子，抢粮食吃。

那么我们说，这种情况下，是争先恐后。这就和老子说的正好对上：既然是“争先恐后”，自然就没有一个能够服众的核心，当然，组织，如果有的话，也就是乌合之众。

更高一级的是土匪。这是有组织的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匪首往往不一定是武艺最高强的，而还有一个重要品质就是敢冒险，敢于第一个冲上去捅马蜂窝；同时又能够对部下相对仁慈，否则也没人跟着他，他也就成不了众。老子的“后其身而身先，外其身而身存”，在土匪头子身上初步现实了功用，也就是他是有统治权威的。

但是，土匪的问题就在于，他的冒险，他的仁慈，只限于土匪内部，是土匪之间的合作，权威不出山寨。而对外部的社会群众，那他就是在动用暴力抢夺，那他的权威就落实不到一般社会百姓头上。所以土匪就永远成不了气候。

再往上，就是打着替天行道招牌的起义者，如比较成气候的窦建德。在今天的河北山东一带。不仅对内部将士仁义，而且他不祸害一般老百姓。等于是在替老百姓出头冒险，那就有了统治基础，他整的对象是官府、官僚、隋军。所以的话，老百姓拥戴他，他也就更有实力，而有了更大的实力，他就能和官府官军叫板。这就形成良性循环，结果窦建德的势力越发展越大。

史书上记载，窦建德本来是很有实力争夺王权的。但是这家伙志向不高，有点小富即安，不愿意冒更大的风险，为拯救天下苍生出头冒险。结果就此止步了。为啥止步呢？史书上记载，跟从窦建德的部将，看看咱的摊子已经闹这么大，大家受了不少累，也得到了不少实惠，可是，如果不把这个事业做到顶破天，不做天下的话，就永远逃不过反贼的名分，早晚被人收拾。所以就劝说窦建德大哥一定要上位做皇帝。【案：实际上，类似的情况在历史中出现极多，一个领头大哥之所以称王称帝，很大一部分是被底下的人给拥戴的。】大哥不称王称帝，部下只能是反贼，财富不稳固，地位不稳固。那就不仅不能维持既有的地位，反而要逐渐冰消瓦解。

再就说到瓦岗寨的翟让、李密。事业要做得更大，问鼎天下，不仅要向窦建德这样对百姓仁慈。因为还有隋军和旧官僚，也就是原有的既得利益者，他们之所以和起义军作对，不一定就是忠诚于隋炀帝杨广，而是在前朝有既得利益，或者有血债，害怕被新的统治者算账。所以聪明的起义军，就需要想办法瓦解他们的反抗意志，那就是招降，收编。翟让李密就是在这方面更进一步。

    但他们也有他们的问题，就是吃得下去，消化不了。宽容和纵容是两回事。李密就是只是纵容，收编了好多旧官僚、起义军山头，结果大家不服管教，互相别苗头。但是李密不敢管，结果李密部内部没有组织纪律。这个就是失之过分的仁善。结果内部闹不团结，分崩离析之际，李密狗急跳墙，杀掉了对自己退位让贤的翟让，结果又让大家心存猜忌。最后满盘皆输。

（6）最后就是李渊部。李渊和其他这些人不同，他在起事的时候，是有资本的，就是他在隋朝就已经掌握兵权，相当于今天太原军分区司令。他起事的直接名分是勤王，实际意图是占领空虚的长安，然后以此为据点，打着勤王的名分，统一天下，再把隋炀帝挂起来做太上皇，然后逐渐顶替掉。

结果唐军打到长安，首先就宣布废除各种隋炀帝的苛政暴政的政策，如当年的刘邦“约法三章”一样，结果首先就赢得了关东地区的人心。然后，原隋朝的既得势力也比较容易地得到了安抚，最后是出关，一个一个地收拾了东部南部的割据势力，统一了天下。

隋末群雄并起争天下的案例只是一个，如果大家都能够到中国历代往常更替的历史中好好找找，一定能够更加丰富我们关于中国“责任权威”的理解。加深我们对老子“后其身而身先，外其身而身存”的理解。

另外还有一个，在经济制度上，就是我在上课的时候经常讲过的中国的东掌制度，我曾经详细分析过，为什么掌柜的权力很大，职业经理人的股份也很多，但是为什么就不会出现掌柜经理“功高震主”，把东家给顶掉的事情。有兴趣的同学，请参看我的著作《从家族主义到经理主义》，第六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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